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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长江经济带是我国“三大支撑带”之一，其碳减排目标实现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文

章以长江经济带的 11 个省份作为研究对象，构建包含经济发展能力、科技发展能力、碳汇能力、能源消耗与碳排

放能力、社会发展能力 5 个准则层的低碳能力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结合 TOPSIS 模型对 2005 年、2010 年、2017 年

的样本数据进行碳减排能力测度，并利用障碍因子诊断法计算了不同省份的碳减排障碍度，并运用四象限矩阵法探

讨不同类型省份的碳减排路径，提出有针对性的碳减排政策建议，以期为长江经济带低碳经济发展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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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经济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基本方向，经济中节能减排是世界各国选择应对气候变化的主要手段。随着各项节

能减排政策的不断推进，长江经济带碳排放快速增长的局面得以初步扭转。相关数据显示，与 2005 年相比 2018 年碳排放强度

下降约 45.8%，充分满足 2020年降低 40%～45%的碳排放强度的目标。长江经济带作为国家三大发展战略，其低碳发展日益受到

社会各界的关注。长江经济带主要包括 11个省份，其经济发展主要依靠资源和成本优势，由于其横跨中国东、中、西部，区域

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存在显著差异，东部地区依靠良好的地理位置优势和资源禀赋的优势，经济发展水平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

随着区域经济的发展，这些优势正在不断弱化[1]。随着国家节能减排政策的不断加强，碳排放能力成为评价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

指标，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构建长江经济带碳减排能力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为进一步丰富区域经济的碳减排绩效评价指标

体系提供借鉴。同时，本文对碳减排能力进行实证研究，为促进长江经济带低碳经济的发展提升提供理论依据和决策参考。 

1 文献综述 

近年来，节能减排的相关研究主要包括评估区域节能减排效率和评价区域节能减排发展水平这两方面。对于区域节能减排

效率及影响因素的研究，学者们主要从单要素框架和全要素框架进行分析。早期的单框架研究主要从碳排放量和排放强度等指

标来衡量能源利用水平及分析影响因素，Fisher等[2]以工业企业 1997—1999年的数据为样本进行分析，得出研发力度、能源价

格和企业所有制改革是自 1996年以来能源绝对使用量下降的主要原因。Fan等[3]认为 1980—2003年能源强度的下降是导致经济

增长且 CO2下降的主要原因。而 Zhang 等
[4]
研究发现产业结构是导致中国碳排放强度变化的主要因素。全要素框架下的研究引入

更多的资源、环境、生活水平等因素，多角度综合考察区域的减排发展情况。Zhou 等[5]和刘骏等[6]分别采用基于环境 DEA 的

Malmquist指数法和基于碳源—碳汇分析框架的方法，前者主要以世界上 18个排放大国为目标，测算 CO2减排绩效及分析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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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后者主要以 36个低碳试点城市为目标，选用 13个指标，研究其低碳经济的发展水平。武盈盈和李燕[7]以山东省工业全要

素能源效率为研究对象，构造能源效率随机前沿理论模型对 2006—2013 年山东省 37 个工业行业面板数据进行估计。邓健和王

新宇
[8]
采用差分内差分方法研究 1987—2012年东北振兴战略和西部大开发战略对我国环境约束下全要素能源效率的影响。 

围绕区域节能减排发展评价的一系列研究，主要由评价指标体系的设计和评价模型的构建组成。目前，对于评价指标体系

的设计尚未形成统一标准，且相关研究比较分散。Su 等[9]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能源结构和利用效率、生活消费和发展环境

的角度出发，提出了城市低碳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屈小娥和曹珂[10]首次将人民生活水平、低碳消费、低碳排放等民生指标作

为一级评级指标，纳入低碳经济评价指标体系，且应用于陕西省低碳经济发展水平评价过程。对于评价模型的构建，研究思路

相对统一，第一类方法是通过层次分析技术确定各指标权重，具有操作简单、应用性较强的优点，但模型可靠性有待提高。第

二类方法是对层次分析法的改进，体现了多学科融合的思想，其中 Jia 等
[11]

为了降低评价中的模糊性和非线性问题的影响，将

TOPSIS 方法引入评价模型之中，并采用模糊层次分析技术确定指标权重。Guo[12]利用指数增量和时间熵权对传统的静态 TOPSIS

方法进行改进，以评价区域低碳经济竞争力并分析其空间差异。Wang[13]将区域绿色低碳转型和评价框架定义为构建区域绿色低

碳转型的过程，并建立了系统创新绿色转型的协作模型，对两个系统的变化和发展进行数据包络分析，动态评估区域绿色转型

能力，深入分析了两个系统之间相互作用的发展内部机制。 

无论是从定性还是定量角度对节能减排绩效进行的评价，均存在一些共同点：一是针对特定区域的碳减排综合评价研究的

文献较少，二是低碳经济的评价指标体系有待完善。针对以上问题，本文以长江经济带 11个省份为研究对象，构建合理的碳减

排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考察各省份的碳减排能力，并引入四象限分析法分析减排路径，提出相应的对策与建议。 

2 研究方法 

2.1熵权 TOPSIS法 

熵权 TOPSIS 法首先需要通过熵权法确定指标权重，然后通过 TOPSIS 法逼近理想解，确定评价对象的排序，其实质是对传

统 TOPSIS评价法的改进。熵权法是一种客观赋权的方法，其评价结果主要依据客观资料，避免了主观因素的影响。根据各指标

的变异程度，利用信息熵计算出各指标的熵权，再通过熵权对各指标的权重进行修正，从而得出较为客观的指标权重，其能够

反映出指标权重随时间的变化，适用于碳减排能力评价研究。其次，TOPSIS 法又称优劣解距离法，通过对有限评价对象与理想

化目标进行排序，逐渐逼近理想解，是分析多目标决策的常用方法。 

熵权 TOPSIS法的主要计算步骤如下： 

(1)标准化矩阵： 

为统一评价指标的单位和量纲，本文采取极差法对数据行标准化处理，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正向指标： 

 

负向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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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Xij和 分别为第 i个样本第 j项指标的原始值和标准化值。 

(2)信息熵： 

 

式中： 表示第 i个样本的第 j个指标的比重。 

(3)指标 j的权重： 

 

式中： 。 

(4)加权矩阵： 

 

(5)最优方案 X+和最劣方案 X-： 

 

(6)单个样本与 X
+
和 X

-
的距离 和 ： 



 

 4 

 

(7)各样本与正理想解的贴进度： 

 

2.2障碍因子诊断模型 

碳减排能力综合评价目的在于识别差距和改善方向，对影响碳减排能力的障碍因子进行诊断与分析，可以更有针对性地制

定相应对策。因此引入障碍度模型，对碳减排展开延伸性研究。障碍度计算采用因子贡献度、指标偏离度和障碍度三个指标进

行诊断。一是因子贡献度ωj是单项指标对碳减排总目标的贡献度。二是指标偏离度 Oj是单项指标实际值与最优目标值之间的差

距，此处设为单项指标标准化值与 100%之差。三是障碍度 Ij是子系统或单项指标对碳减排能力的影响程度，公式如下： 

 

3 实证研究——长江经济带碳减排能力综合评价 

2007 年，在发展中国家中，中国第一个制定并实施了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家方案，并且以 2005 年碳强度为标的制定了 2020

年与 2030 年的碳排放强度下降目标。“十一五”是中国提出碳强度目标后的第一个发展规划期，与 2005 年相比较，2010 年末

碳强度降低 19.1%，完成了“十一五”的碳减排目标。2017年碳强度下降约 46%，充分满足 2020年碳强度下降 40%～45%的目标。

因此，本文选取具有代表性的年份 2005年、2010年、2017年，测算长江经济带各省份整体以及各子系统的碳减排能力。 

3.1指标体系构建 

建立系统科学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是实证研究的关键一步，本文根据相关文献中碳减排相关指标的引用频率和长江经济带

碳减排的发展实际情况，筛选出碳减排能力评价体系中的二级指标。然后，运用因子分析法对评价指标的样本数据进行分析以

获取公共因子，并将其作为制造能力评价指标体系中的一级指标，从而构建出碳减排能力评价指标体系(表 1)，最终建立了经济

发展能力、科技能力、碳汇能力、能源消耗与碳减排能力、社会发展能力 5 个方面共 26 个指标来反映长江经济带 11 个省份的

碳减排能力发展现状。本文的基础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与价格相关的数据均以 2000年为不变价格计算。 

表 1碳减排能力评价指标体系 



 

 5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单位 属性 

A1 经济发展能力 

B1 人均 GDP 元/人 正向 

B2 GDP增长率 % 正向 

B3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元/人年 正向 

B4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元/人年 正向 

B5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亿元 正向 

B6 外商投资企业货物进出口总额 万美元 正向 

B7 第三产业占 GDP比重 % 正向 

A2 科技能力 

B8 国内三种专利授权数 件 正向 

B9 产品质量情况 % 正向 

B10 技术市场成交额 万元 正向 

A3 碳汇能力 

B11 森林覆盖率 % 正向 

B12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平方米 正向 

B13 森林碳吸收量 万吨 正向 

B14 农作物碳吸收量 万吨 正向 

A4 能源消耗与碳排放能力 

B15 能源强度 吨标煤/万元 正向 

B16 碳排放强度 吨/万元 正向 

B17 能源足迹 吨标煤/人 正向 

B18 碳足迹 吨/人 正向 

B19 煤炭消费占能源消费比重 % 逆向 

A5 社会发展能力 

B20 民用汽车拥有量 万辆 正向 

B21 城市化率 % 正向 

B22 城市居民消费水平 元/人年 正向 

B23 农村居民消费水平 元/人年 正向 

B24 普通高校师生比 教师人数=1 正向 

B25 每万人拥有公共交通车辆 标台 正向 

B26 城市燃气普及率 % 正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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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碳减排能力评价结果与分析 

3.2.1碳减排能力综合评价 

根据公式(1)～(11)的计算可以得到长江经济带 11个省份 2005年、2010年、2017年碳减排能力综合评价结果(表 2)。此外，

使用标准差分级法将各个贴近度分为中、较高、高水平三个等级，并运用 Arc⁃GIS 绘图以便更直观地显示各省份碳减排能力的

空间分异。 

从时间尺度分析，2005—2017年长江经济带 11个省份碳减排综合能力呈现不同幅度的增减趋势，上海、浙江呈小幅下降趋

势，这与其初期碳减排能力较强，提升空间有限，且经济快速发展带来碳排放量的快速增长有关，其他省份均呈不同幅度的上

升态势。其中，安徽碳减排综合能力的提升幅度最大，11 年间提高了 40.7%，原因是初期碳减排能力过低，提升空间大，且安

徽快速发展起步时间相对较晚，能源消耗碳排放量相对较低。四川碳减排综合能力的提升幅度最小，11年间提高了 5%，原因是

初期碳减排能力居中，提升空间有限，但经济增速放缓导致的治理投入增长缓慢和碳汇能力增速放缓是四川碳减排综合能力的

提升幅度不大的重要原因。其余省份 11年间的碳减排综合能力提升幅度多在 10%～20%之间，增长幅度差距不大，各省份碳减排

综合能力有明显的提升。 

图 1 显示，从空间尺度分析，各省份碳减排能力存在一定的差距，2005 年江苏、上海、浙江为高水平区，其余省份为中水

平区。2010年江苏、上海为高水平区，浙江为较高水平区，其余省份为中水平区。2017年江苏、上海为高水平区，浙江、重庆

为较高水平区，其余省份为中水平区。总体来看，2005—2017 年长江经济带碳减排能力呈现东部强，中、西部弱的格局，且从

标准差看 11个省份间差距呈缩小态势。一是我国区域发展差异和自然环境差异较大，碳排放总量和碳排放承载力必然存在差距。

二是“十一五”期间，我国初步建立了以促进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发展、节约能源和增加碳汇为目标的低碳发展政策体系，各

地开始大力贯彻落实节能减排工作，差距开始缩小。此外，首末位省份碳减排能力绝对差值由 2005 年的 0.532 降为 2017 年的

0.449，这与各省份间加强交流合作，协同推进创新与产业转型升级，增加环境治理投入等有重要联系。 

3.2.2碳减排能力子系统评价 

为了更深入分析长江经济带各省份碳减排能力变化趋势的可能原因，计算 5个子系统贴近度，据此分析长江经济带 11个省

份各子系统碳减排能力特征与演变趋势，如表 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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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碳减排能力综合得分情况空间分布 

2005—2017 年长江经济带 11 个省份各子系统得分呈现不同幅度的增减趋势。(1)经济发展能力子系统，上海、浙江、湖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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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小幅下降态势，江苏、安徽、江西、湖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呈上升趋势。从空间分布看，长江经济带经济发展能力

呈现东部强，中、西部弱的格局，首位省份为上海、江苏，末位省份为云南，首末位省份经济发展能力绝对差值由 0.671 降为

0.621。(2)科技发展能力子系统，上海、江西、湖南、重庆呈小幅下降态势，江苏、浙江、安徽、湖北、四川、贵州、云南呈

上升趋势。从空间分布看，长江经济带科技发展能力呈现东部强，中、西部弱的格局，首位省份为上海、江苏，末位省份为安

徽、云南，首末位省份科技发展能力绝对差值由 0.692 降为 0.642。(3)碳汇能力子系统，江苏、浙江呈小幅下降态势，上海、

安徽、江西、湖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呈上升趋势。从空间分布看，长江经济带碳汇发展能力呈现中、西部强，东部次

之的格局，首位省份为云南，末位省份为安徽，首末位省份碳汇发展能力绝对差值由 0.623 降为 0.477。(4)能源消耗与碳排放

能力子系统，上海、湖南、云南呈小幅下降态势，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重庆、四川、贵州呈上升趋势。从空间分

布看，长江经济带能源消耗与碳排放能力呈现东、西部强，中部次之的格局，首位省份为贵州，末位省份为江西，首末位省份

能源消耗与碳排放能力绝对差值由 0.417 上升为 0.502。(5)社会发展能力子系统，上海和浙江有小幅度的下降，其余省份则呈

现上升趋势。从空间分布看，长江经济带能源消耗与碳排放能力呈现东部强，中、西部次之的格局，首位省份为上海、浙江，

末位省份为贵州，首末位省份社会发展能力绝对差值由 0.692降为 0.413。 

3.3障碍因子诊断 

结合上述评价结果，利用公式(11)、公式(12)测定出影响长江经济带碳减排能力各子系统以及各项指标的障碍度，对影响

碳减排能力的障碍因子进行诊断。 

3.3.1子系统障碍因子 

表 3碳减排能力子系统得分 

年份 指标 上海 江苏 浙江 安徽 江西 湖北 湖南 重庆 四川 贵州 云南 

2005 

A1 0.740 0.692 0.433 0.085 0.088 0.109 0.128 0.125 0.104 0.065 0.069 

A2 0.759 0.563 0.550 0.067 0.175 0.196 0.188 0.145 0.178 0.085 0.117 

A3 0.137 0.455 0.567 0.413 0.647 0.439 0.598 0.230 0.719 0.296 0.760 

A4 0.520 0.275 0.275 0.139 0.114 0.248 0.194 0.211 0.202 0.531 0.298 

A5 0.772 0.445 0.630 0.151 0.137 0.181 0.192 0.170 0.267 0.080 0.174 

2010 

A1 0.671 0.756 0.393 0.093 0.094 0.125 0.134 0.222 0.126 0.105 0.069 

A2 0.554 0.733 0.568 0.108 0.120 0.194 0.169 0.126 0.186 0.167 0.055 

A3 0.224 0.565 0.471 0.689 0.597 0.664 0.401 0.432 0.496 0.258 0.581 

A4 0.461 0.339 0.313 0.206 0.152 0.325 0.253 0.278 0.281 0.628 0.355 

A5 0.662 0.520 0.647 0.180 0.144 0.234 0.249 0.231 0.285 0.086 0.192 

2017 

A1 0.640 0.708 0.391 0.087 0.100 0.106 0.123 0.376 0.097 0.129 0.087 

A2 0.552 0.720 0.587 0.199 0.078 0.210 0.178 0.220 0.219 0.143 0.165 

A3 0.312 0.404 0.487 0.476 0.668 0.488 0.627 0.384 0.745 0.406 0.789 



 

 9 

A4 0.486 0.473 0.346 0.271 0.172 0.269 0.176 0.226 0.221 0.674 0.251 

A5 0.583 0.555 0.598 0.263 0.185 0.256 0.296 0.376 0.317 0.185 0.249 

 

为了研究便利只列出障碍度排名第一的影响因子。根据表 4 来看，长江经济带各省份不同时点上碳减排能力的主要障碍因

子存在一定的差异性。2005—2017年，高水平区的上海主要障碍是碳汇能力子系统，其障碍度由 52上升至 79.36，因此上海在

今后的发展过程中要加强对生态环境的保护，提高碳汇能力。高水平区的江苏主要障碍是能源消耗与碳排放能力子系统和社会

发展能力子系统，其障碍度由 47.69下降至 41.94，因此，江苏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应保持优势并注重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与社会

发展水平。较高水平区的浙江主要障碍是能源消耗与碳排放能力子系统和经济发展能力子系统，其障碍度从 42.54上升至 47.25，

因此，浙江省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应注重发展低碳技术、提高经济发展质量。中水平区的安徽、江西、湖北、湖南、重庆、四

川、贵州、云南 8个省份主要障碍是经济发展能力子系统和社会发展能力子系统，其障碍度在 64.27～98.68之间，呈上升趋势，

贵州与云南的障碍度远大于其他 6 个省份，因此，安徽等 8 个省份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应注重提高经济发展水平与社会发展水

平，进一步统筹经济社会发展。 

表 4碳减排能力子系统障碍因子及其障碍度 

地区 2005年 2010年 2017年 

上海 A3 52 A3 71.34 A3 79.36 

江苏 A4 47.69 A5 50.17 A5 41.94 

浙江 A4 42.54 A1 45.88 A1 47.45 

安徽 A1 75.62 A1 77.22 A1 78.46 

江西 A1 75 A5 78.66 A5 80.91 

湖北 A1 71.16 A1 70.84 A1 75.54 

湖南 A1 69.69 A1 69.46 A1 74.39 

重庆 A1 72.46 A5 72.39 A5 64.27 

四川 A1 71.12 A1 69.66 A1 77.7 

贵州 A1 80.81 A5 98.68 A5 89.45 

云南 A1 87.09 A1 83.35 A5 88.36 

 

3.3.2指标层障碍因子 

为了研究便利，只列出障碍度排名前 2 位的影响因子，根据表 5 可以看出，排列前 2 位的障碍因子占碳汇能力和社会发展

能力的比重较大，即障碍因子主要集中在碳汇能力子系统和社会发展能力子系统两个子目标层中。2005—2017 年，根据出现频

次来看，农作物碳吸收量(B14)、森林覆盖率(B11)对较高水平及高水平区碳减排能力的影响最大，普通高校师生比(B24)也有一定

的影响，表明江苏、浙江、上海 3 个省份在碳汇能力上有所欠缺。煤炭消费占能源消费比重(B19)对中水平区的安徽、江西、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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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 3 个省份碳减排能力的影响最大，每万人拥有公共交通车辆(B25)、普通高校师生比(B24)也有一定的影响，表明安徽、江西、

贵州 3 个省份的能源消费结构尚不合理。人均公园绿地面积(B12)对中水平区的湖北、湖南碳减排能力的影响最大，产品质量情

况(B9)、森林碳吸收量(B13)也有一定的影响，表明湖北、湖南在碳汇能力上也有所欠缺。产品质量情况(B9)对中水平区的重庆碳

减排能力的影响最大，农作物碳吸收量(B14)、人均公园绿地面积(B12)也有一定的影响，表明重庆的科技能力尚需提高。城镇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B3)对中水平区的四川碳减排能力的影响最大，碳足迹(B18)、城市燃气普及率(B26)也有一定的影响。城市燃气

普及率(B26)对中水平区的云南碳减排能力的影响最大，GDP增长率(B2)、普通高校师生比(B24)也有一定的影响，表明四川、云南

经济发展能力与社会发展能力有待提高。 

表 5碳减排能力指标层障碍因子及其障碍度 

地区 

2005年 2010年 2017年 

1 2 1 2 1 2 

上海 B14 22.4 B11 11.5 B14 23.4 B12 19.6 B14 22.8 B11 20.5 

江苏 B11 17 B7 13.2 B24 23.7 B11 18.7 B24 19.3 B11 18.4 

浙江 B14 17.2 B15 12 B14 18.8 B2 13.7 B24 19.7 B14 18.7 

安徽 B19 18.7 B9 13.6 B19 20.2 B25 14.2 B19 19.8 B11 13.5 

江西 B24 19.6 B20 13.9 B25 14.7 B7 14.4 B25 19.3 B9 17.8 

湖北 B25 12 B12 11.7 B3 11.6 B7 11.5 B9 13.4 B12 13.3 

湖南 B20 11.2 B6 11 B13 15.1 B12 13.6 B12 14.2 B18 13.3 

重庆 B9 17 B12 16.4 B9 19 B14 16.8 B14 16.6 B25 14.7 

四川 B25 12.4 B3 11.9 B26 13.2 B9 13.1 B18 14.4 B3 13.1 

贵州 B19 22.5 B24 16.8 B26 25.6 B19 19.1 B19 22.1 B26 22 

云南 B2 19.4 B24 15.5 B26 20 B9 15 B26 32.5 B4 14.7 

 

3.4碳减排路径规划 

以 2005 年、2010 年、2017 年长江经济带各省份碳减排能力得分为横轴，以对各子系统加权平均得到的碳减排障碍度得分

为纵轴绘制四象限矩阵图，对 4种状态省份的碳减排潜力和路径进行分析(图 2)。象限Ⅰ，成熟型：位于该象限的省份已完成碳

减排优化改革，减排效果显著，各方面的障碍度较小，因此，处于该象限的省份应该在保持现有优势的基础上，加大区域创新

能力，进一步降低碳排放水平。象限Ⅱ，改善型：由于受经济增长方式的惯性趋势，位于该象限的省份有一定的优势能力，但

减排效果达到理想水平，仍需充分利用自身能力，加大节能减排的力度，不断转向成熟型。象限Ⅲ，发展型：位于该象限的省

份正处于发展萌芽期，经济发展水平较低，通常来说，为促进经济的快速发展，政府通常会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当经济达

到一定水平后，再转为低碳经济。此方法不仅造成生态环境恶化、矿产资源浪费，而且耗时长。为避免这些问题，应在现有碳

排放水平的基础上，创新发展路径，寻找一条绿色发展之路。象限Ⅳ，落后型：位于该象限的省份经济发展水平较低，能耗强

度大，碳减排的障碍较大，是先发展后减排的发展方式，具体路径为象限Ⅳ—象限Ⅱ—象限Ⅰ，然而在当前环境硬约束发展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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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顾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应转变发展方式，分解过剩产能，边发展边减排。 

4 结论与建议 

4.1研究结论 

本文选取长江经济带 11个省份为研究对象，运用 TOPSIS法动态地呈现了各省份 2005—2017年的碳减排发展状况，对碳减

排的障碍因子进行分析，并对长江经济带碳减排路径进行探讨。具体研究结论如下。 

(1)从综合得分看，东、中、西部省份间的碳减排能力水平差异较大，东部的沪苏浙减排能力远大于其他省份，从动态角度

来看，省份间碳减排能力的差值减小，较高水平区的碳减排能力呈下降趋势，中水平区呈上升趋势，安徽的碳减排能力水平年

际波动幅度差异明显。从子系统得分看，经济、科技、社会发展能力呈现东部强，中、西部次之的格局，碳汇能力呈现中、西

部强，东部次之的局面，能源消耗与碳排放能力呈现东、西部强，中部次之的局面。 

 

图 2长江经济带碳减排潜力四象限矩阵图 

(2)从子系统障碍因子看，东部的沪苏浙主要障碍因子是碳汇能力和能源消耗与碳排放能力，其他省份主要障碍因子是经济

和社会发展能力。从指标层障碍因子看，各省份的主要障碍因子各不相同，影响最大的障碍因子主要来自碳汇能力和社会发展

能力，包括农作物碳吸收量、森林覆盖率、每万人拥有公共交通车辆、城市燃气普及率等。 

(3)不同减排状态的省份其减排潜力是不同的，减排路径的规划要同时考虑减排能力与障碍度，东部的沪苏浙主要为成熟型

和改善型，减排路径应为改善型—成熟型，是着力于技术创新提高发展质量的发展方式。其他省份为落后型，减排路径为落后

型—改善型—成熟型，是先发展后减排的发展方式。 

4.2对策建议 

(1)东部地区承担更多的减排责任。 

由于长江经济带东部各省份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相对完善，具有较强的减排能力，且历史碳排放量大，因此减排责任较大。

而中、西部地区基于经济发展与产业转型时间需要，承担相对较小的碳减排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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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抓住碳源和碳汇两个重点。 

积极发展清洁能源，大力开发低碳技术对碳减排具有巨大促进作用
[14-16]

，东部的沪苏浙应借助其技术条件，实现清洁能源替

代，中、西部地区可以加大对煤炭的清洁化处理，并逐渐淘汰落后产业。另外，加大绿化投入，提高碳汇能力，提高环境自净

能力，是降低碳排放的有效手段[17-18]。 

(3)有序推进产业升级与产业转移。 

东部省份应推进自主创新，提升产能并推进产业低碳化，中部省份应淘汰落后产能，依靠技术革新减轻经济发展对资源的

依赖程度，西部省份应加大科技投入，承接发达地区的产业转移。同时，加强地区间的经济交流，形成带动效应，推动区域经

济的均衡、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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